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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梁文星是 1950年代港台现代诗坛的重要诗人，他不仅在《人人文学》《今日世界》《文
学杂志》等刊物上发表多首诗作，他对新诗的评价也引起台湾诗坛周弃子、夏济安和覃子豪等人的
争论。梁文星是林以亮(宋淇)为发表好友吴兴华诗文时所用笔名，吴兴华此时在北京执教。他
1940年代的诗文之所以引起港台文坛的回应，部分是因为当时港台诗坛对新诗出路的新探索，也
源于新批评理论和人文主义在港台的兴起，这与冷战背景下英美文化输入有关。吴兴华“古典新
诠”的题材处理与整饬的诗歌形式也引起台港诗人注意，并成为这种风格的开创者，因而他在港台
出现时间短暂，却成为台港文学史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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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子诗人梁文星
在 1957年 9 月的《文学杂志》第三卷第一期上，夏济安以《致读者》的方式，重申该刊的信条，
总结了两年来办刊得失，认为之前该刊发表的作品，“能够经得起‘时代的考验’，成为这一时代中
国人新的纪录的，恐怕并不多”，但他特别强调的是该刊所发起的两组讨论:“这一年来，我们曾经
连续发表过几篇讨论‘新诗的前途’和‘中国的社会和小说’的论文。这些文章相当的受人注意。
我们相信:我们的讨论，对于诗人和小说家多少有点帮助。这些文章，既然是讨论性质，我们并不认
为已经达到什么结论。我们希望海内外的朋友，多来参加，发表意见。”［1］其中，对于新诗前途的讨
论，后来也渐次扩展到其他刊物，如《自由中国》《笔汇》等，而引发这次小规模新诗讨论的，是梁文
星的诗论《现在的新诗》。该文载于《文学杂志》第一卷第四期，后来有周弃子的《说诗赘语》、夏济
安的《白话文与新诗》等讨论文章声援梁文星的观点。
梁文星是《文学杂志》的重要作者。该刊创刊号就发表有他的诗作《岘山》，后又有《有赠二首》
(第一卷第三期)、《给伊娃》(第一卷第六期)、《尼庵》(第二卷第一期)、《西珈十四行》(共十二首
录其四，第二卷第三期)、《览古》(第二卷第六期)、《绝句》(第三卷第一期)、《偶然作》(第三卷第
三期)、《记忆》(第七卷第三期)。除了台湾的《文学杂志》外，他还在香港的《人人文学》《中国学生
周报》《今日世界》上发表数首诗作，包括学界已披露的《人人文学》上的《览古》《绝句三首》(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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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励志诗》《绝句三首》(第十五期)、《尼庵》(第十六期)、《秋日的女皇》(第十七期)、《记
忆》(第十九期)、《筵散作》(第二三期)、《十四行》(第二六期)，第十九期还有译里尔克诗二首，
《中国学生周报》上的《有赠》(第七四三期);此外笔者还发现《今日世界》(第十六期)上刊有一篇
署名梁文星的《十四行》(多么像一个严冬啊!) ，《中国学生周报》(第七三七期)还有一篇署名邝文
德的《弹琵琶的妇人》(按:该诗曾署名吴兴华刊于 1957 年第 8 期《人民文学》)。梁文星与当时的
林以亮、思果、叶维廉等人一样，是一个跨越港台文坛的作家。无论是梁文星诗的整饬形式，还是他
的古事新编，在当时的港台诗坛都别具一格，其作品可以说是港台诗坛 1950年代初的重要存在。
梁文星深湛的诗艺也影响了不少港台的后进诗人，如叶维廉、梁秉均等都称曾受梁文星的影
响。梁秉均就说:“梁文星在新一代诗人中(如叶维廉、蔡炎培)成为一位传奇人物，对他们的发展
有很大的影响。”［2］叶维廉是较早阅读、介绍梁文星的诗人，他在香港读中学时，曾大量抄录冯至、
卞之琳、梁文星等人的诗作，后来他从台大毕业时，还曾将梁文星的诗翻译为英文。实际上梁文星
的作品能在《文学杂志》发表，与叶维廉也有直接关系。叶维廉早期在香港读到梁文星的作品，并
将其带到台湾发表，“他的诗大部分由宋淇在香港发表，由我商得济安师的同意重刊于文学杂
志”。［3］夏济安时执教于台大外文系，是叶维廉等人的老师，也是《文学杂志》的编者。虽然梁文星
在港台诗坛曾有一定影响，其诗学观点得到讨论，其诗歌形式被人模仿，但他并没有进一步的发声，
就像流星一样，突兀地出现在 1950年代的港台诗坛，放出光芒，然后翛然消失。直到后来，人们才
知道，实际上港台并无梁文星这个诗人，梁文星是林以亮为发表好友吴兴华的作品，临时起意用的
一个笔名。吴兴华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平诗坛的重要诗人，他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执教于该校，
他的诗作往往追求形式的整齐，除格律体、绝句体，还多次尝试西方各类十四行体。从新诗史而言，
他的贡献除了探索新诗的形式外，还在于他创作了多首以古事或古诗为题材的诗作，成为 20 世纪
40年代沟通传统与现代的重要诗人。［4］
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吴兴华、宋淇、孙道临等人相交莫逆，谈诗论学、月旦人物，对英语世界的
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都有较广泛的阅读。吴兴华与宋淇还合编过《燕京文学》，宋淇、孙道临等人
赴上海后，他们还有密切的书信往来。1949 年，宋淇赴港，吴兴华则留京。宋淇去香港的时候，带
走了吴兴华赠给他的诗集手抄本。宋淇的后人宋以朗曾提及:“父亲有一册吴兴华亲手抄的诗集，
那是天下孤本。”［5］宋淇在香港发表的吴兴华诗作，可能就出于该诗集。宋淇除以梁文星的笔名刊
载吴兴华的创作外，还以邝文德的笔名登载他的译作。宋以朗曾指出:“一九五二年后，我父亲没
有再跟吴兴华通信，却在港台不同的文艺刊物上以不同的笔名发表吴兴华诗作，一时署名梁文星，
一时署名邝文德(不要忘记我母亲叫邝文美)，得到不少人关注。连张爱玲也说过:‘五十六期《今
日世界》所刊鸣珰的《暮雨》一诗，学梁文星———有如猴子穿了人的衣服，又像又不像。’”［6］《文学
杂志》上署名邝文德的作品有《谈黎尔克的诗》(第一卷第二期)，译作《黎尔克诗三首》(第一卷第
二期)和《黎尔克诗二首》(第一卷第四期)。里尔克(吴译黎尔克)是吴兴华 1940 年代译介较多的
作家，他的“古事新诠”曾受里尔克的影响。［7］
二、吴兴华的诗论与港台新批评
梁文星在港台诗坛出现时间短暂，他的文章《现在的新诗》却是台湾 1950 年代作家讨论新诗
向何处去的导火索。论者早已指出该文所针对的并非当时的台湾诗坛，而是对 1940年代中国新诗
的看法。［8］不过很多人对此并不知情，而且这也不影响 50年代的台湾诗人继续谈论这个话题，借此
探讨新诗的去向问题。更重要的是，由大陆迁台的诗人占据了当时台湾诗坛的大半江山，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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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多是从新诗发展史出发的，因而，贺麦晓从新文化运动的脉络考察梁文星等人的观点在新诗诗学
发展中的位置和作用，这个视角很有启发性。不过他最后认为梁文星、劳干等人从大陆移植到台湾
的作品和观点对台湾诗坛的论战“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或许对本土文学的发展还产生了一定
的负面的作用”，［9］则值得商榷。梁文星这篇文章写于 1940 年代，曾以钦江的笔名发表在《燕京文
学》，它之所以能在 50年代的台湾文坛引起关注，很大原因在于他谈论问题的方法、知识背景和诗
学观与彼时台湾诗坛的语境密切相关，它所针对的问题对当时的台湾诗坛也不乏现实性。
《现在的新诗》主要谈论新诗的形式问题。在吴兴华看来，新诗可说是形式最自由的文体，但
这也导致诗作者的无所适从。“没有固定的形式，现代的诗人下手时就遇到好几重困难。”“形式仿
佛是诗人与读者之间一架公有的桥梁，拆去之后，一切传达的责任就都是作者的了。”这意味着新
诗的自由，带来的除了形式的大解放以外，也让传统诗词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纽带崩散了。吴兴华的
解决方案是探索新的形式，为新诗寻找新的秩序:
固定的形式在这里，我觉得，就显露出它的优点。当你练习纯熟以后，你的思想涌起时，常
常会自己落在一个恰好的形式里，以致一点不自然的扭曲情形都看不出来。许多反对新诗用
韵，讲求拍子的人忘了中国古诗的律诗和词是规律多么精严的诗体，而结果中国完美的抒情诗
的产量毫无疑问的比别的任何国家都多。“难处见作者”，真的，所谓“自然”和“不受拘束”是
不能独自存在的;非得有了规律，我们才能欣赏作者克服了规律的能力，非得有了拘束，我们才
能了解在拘束之内可能的各种巧妙表演。［10］
从新诗发展的历程而言，探索新诗的形式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尤其是 1920 年代末的
新月派，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都非常自觉地进行形式实验。其他新月诗人如陆志苇、孙大雨、饶
孟侃、陈梦家等也都在形式实验方面有所突破。新月派对新诗形式的探索，成为后来诗人创作的形
式遗产，1930年代的现代派也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作家们对形式也作了
较多的探索，很多诗人试图进一步打破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关系，尤其是北平诗人林庚、朱英诞等人
对新格律诗作了较多的尝试。
吴兴华的实验差不多与林庚、朱英诞等人同时，取径也有类似处，都试图重新激活古典诗词资
源，作为现代诗形式的借鉴，同时又不完全取法古人，而是有着鲜明的现代意识。对于林庚与朱英
诞的创作，吴兴华也有关注。在与宋淇的通信中，他多次提及林、朱二人的格律体，不过评价不高。
“林、朱的四行，句拼字凑，神孤离而气不完还不讲，他们处理题目的手法还在原始阶段
中。”［11］在他看来，林庚等人的四行诗连形式都不完备，不具备创格的水准。
虽然吴兴华对新诗形式的强调也出自古典诗词，与林庚和朱英诞不同的是，吴兴华的诗学理论
实际是来自西方诗学和现代理论。也就是说，吴兴华与林、朱等虽同时发现了传统资源的现代价
值，但传统对于双方的意义并不一样。林、朱重视古典诗词的图像、音韵和氛围，吴兴华的传统则不
同，他的传统是经现代理论重新发现的。或者说，林、朱的传统也是在现代理论烛照下发现的，他们
关注的是类似象征主义的“应和”、意蕴和韵律，而吴兴华所发现的传统，是经现代主义理论过滤的
传统，即便是那些古典新诠的作品，古典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只是题材性的，如西施，在吴兴华这里，
实际上是一个类似希腊神话人物海伦的存在，重要的是这些人物与世界的关系是引入思考的契机，
而不是这个人物的具体生活。［12］古事或古人提供的是个人化思考和想象的契机。
吴兴华对现代诗形式的强调，得到好友林以亮的认可。林以亮早在 1953 年就撰写了《论新诗
的形式》和《再论新诗的形式》两篇文章。林以亮认为“新诗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就是它没有固定
的形式，而成为‘自由诗’”，“在取消了这些限制之后，诗人的困难反而有增无减。形式仿佛是诗人
与读者之间一架共同的桥梁，拆去之后，一切传达的责任就都落在作者的身上。”［13］林以亮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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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吴兴华如出一辙，更有甚者，很多词句都是直接挪用《现在的新诗》。贺麦晓曾对照两文，发现两
文颇多雷同处，认为是林以亮对吴兴华文章作了修改。［14］如果对校《燕京文学》的原始版本，则可以
发现并非是修改，而是挪用。林以亮的诗学理念很大部分都来自吴兴华的启发，他的《论新诗的形
式》《再论新诗的形式》两文，其对形式的强调与吴兴华基本上一致，正面谈论的作品也基本上是吴
兴华的诗歌。不仅如此，他对其他人的品评也多借鉴吴兴华的观点，如前文提及吴兴华致林以亮信
中评林庚、朱英诞的四行诗“句拼字凑，神孤离而气不完”，林以亮在《论新诗的形式》中就借鉴了这
种说法:“林庚所写的四行诗，拼字凑句，神气孤离，只写目前所见，与旧诗的传统没有内在的联系，
只套袭了古人的皮毛和外形。”［15］所列举的例句也与吴兴华一样，都是林庚的“冬天的柿子费最贱
的钱”。［16］不仅美学判断上沿袭吴兴华的观点，连例证也差不多一致。从这个角度，可以说 1950 年
代的林以亮在港台继承、挪用或发扬了吴兴华的诗学观，这与以梁文星为名发表的诗作相辅相成。
除了时在香港的林以亮之外，台湾作家中较早积极回应梁文星观点的是周弃子。周弃子，湖北
大冶人，时在张群所主持的革命实践研究院任秘书，工旧体诗词，也写语体文。他的基本看法是
“体有古今、诗无新旧”，“现代的人，写现代的诗，当然应该有它现代的内容。现代的内容与古代的
内容不同，往昔的形式可能无法容纳或配合，而不得不寻求一种乃至多种的往昔所无的形式。”也
就是说，不必刻意区分新旧，而应努力创制新体，其与吴兴华寻求新形式的诉求不谋而合，因而对吴
的观点颇为赞同:“读到梁文星先生大作《现在的新诗》，引起我对作者的一番敬意。”不过，周弃子
虽然对梁文星颇为推崇，但二人的诗学观并不一样。在周弃子这里，诗的本体还是情感，形式是情
感的适当表达方式。“诗，只是一份情感;一份借文字表达出来的情感。情感是附着，两者联结而
构成诗的形式，则有赖于诗人的技巧。”随着现代人情感的复杂化，诗行也相应要变化。吴兴华的
诗学观与此不同，他的诗学根底是西方的现代主义，而且对浪漫主义颇有批评，有意识地要回避才
情和情感的泛滥，正如吴兴华译介较多的里尔克所言，“诗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只是简单的情
感(感情，我们已经拥有得足够多了);诗更多的是经验。”［17］艾略特对情感放纵的批判，也成为吴
兴华等人常征引的箴言:“诗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情感，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18］这与
里尔克所谓的诗乃经验异曲同工。吴兴华对二人的观念是综合性地接受，他认为要写好诗，先要接
受诗的教育，“多读古今中外的诗歌”，“作品中有所谓 intellect的成份”，［19］强调传统与智性。
较之周弃子与吴兴华的貌合神离，夏济安虽然认为吴兴华与周弃子对新诗都过于悲观，但诗学
观念与吴却有较多的契合处。夏济安的《白话文与新诗》一文，一开始就提出白话文运动的成果问
题，但他主张不要在新旧这个二元框架内讨论，而应该寻找其他标准，而新标准之一就是白话文能
否成为文学的语言，那么诗歌就是重中之重。沿着梁文星与周弃子对形式的强调，他将形式具体化
为结构、节奏和用字三点要素。尤其是关于结构，他介绍了“近代英美批评家”的经验:“一首诗不
但在思想方面和音调方面是一个整体，连譬喻意象(images)，都要有系统的组织起来。照这个标准
来写诗，诗人除了灵魂、心和敏锐的感觉之外，还需要一幅供制衡、选择、判别、组织之用的头脑。没
有这样的头脑(或者用梁文星先生的字:intellect)，他仍旧可能有诗的灵感，但是很难写出好
诗。”［20］夏济安所援引的“近代英美批评家”主要指的是英美新批评，如艾略特、燕卜逊、布鲁克斯
等人。就此而言，夏济安、吴兴华乃至此后部分港台现代主义诗人分享着同样的知识结构和背景。
同样出身于外文系，夏济安与夏志清几乎同时投身当时的新批评潮流。二战后，新批评成为英
美批评主力，新批评对中国诗坛的影响也是极为直接的。新批评代表人物燕卜逊就曾在西南联大
任教。夏氏兄弟与新批评代表人物兰色姆、布鲁克斯等联系密切。夏志清赴美留学期间，就曾得到
兰色姆和布鲁克斯的帮助。［21］吴兴华同样如此，他很早阅读过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艾
略特正是新批评的代表人物。兰色姆的《新批评》将艾略特单列一章，称为“历史学批评家”。［22］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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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现在的新诗》一文就部分受艾略特观点的影响，他认为:“我们现在写诗并不是个人娱乐的
事，而是将来整个一个传统的奠基石。我们的笔不留神出越了一点轨道，将来整个中国诗的方向或
许会因之而有所改变。”［23］吴兴华之所以看重旧体诗词，与艾略特式的传统意识有很大的关联。
吴兴华与夏济安很早就认识，抗战初期，二人还一度是光华大学同学。据夏志清回忆:“先兄
济安是他光华同学，转成好友。那几年，林以亮每来我家聊天(济安去内地后，同我独聊)，我总吸
收到不少知识，知道些英国批评界近况。他借给我读的书，诸如霍思曼《原诗》(The Nome and
Nature of Poetry)———李维斯 F． Ｒ． Leavis《英诗重估价》(Ｒevaluation)和墨瑞 J． Middleton Murry 的
《济慈与莎士比亚》(Keats and Shakespeare)，时隔三十多年，至今印象犹深。”［24］后来他们先后执教
燕京大学西语系和北京大学西语系，对英美批评理论有更为深入的了解。日后夏济安在台大外文
系执教，影响了一批学生。在冷战的背景下，英美学者的著作也成为港台学术圈的重要资源。另外，
从夏志清所列书单来看，除了新批评著作外，也有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 F． Ｒ．李维斯。人文主义也是
1950年代港台较为流行的文化思潮，台湾的《文学杂志》《自由中国》，香港的《中国学生周报》《大学生
活》《今日世界》等，或明确提倡人文主义，或以人文教育为宗旨。从这个角度而言，吴兴华的诗论在台
湾之所以能引起部分人的共鸣，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新批评和人文主义等西方理论话语和文化潮流
在台港的兴起，而这些理论话语之所以在 1950年代的港台继续盛行，则与冷战语境密切相关。
三、反浪漫、咏史与吴兴华的遗产
1940年代不少青年诗人，如吴兴华、袁可嘉等，提倡现代主义有反思浪漫主义的意图。正如前
文所言，与周弃子的情感本体论不同，吴兴华更侧重诗歌的智性。袁可嘉则针对浪漫主义的情感宣
泄，提出诗歌戏剧化的方法，其具体方法之一就是将浪漫主义的主观宣泄，转化为第三人称的戏剧
化表达。［25］奥登是袁可嘉与吴兴华共同推崇的诗人，他抗战时期曾来中国，其《战时在中国》十四行
集，经卞之琳翻译后在中国诗坛有较大的影响。更早的则有徐迟，其《抒情的放逐》发表于 1939 年
的《星岛日报》。抗战时期很多诗人在经历了战争初期的亢奋之后，逐渐沉稳下来，开始向精神、文
化、现实等纵深领域开拓。卞之琳、冯至、穆旦、阿垅等都写出了风格新颖而厚重的作品。
1950年代港台的很多诗人都是从这个时代走过来的，成长于这个时代的文学氛围中，而且当
时的香港和台湾也并不安稳，40 年代的很多问题都在延续，社会的、政治的，也包括文学的。林以
亮、夏济安、梁实秋等对浪漫主义都有进一步的反思，并为现代主义诗歌在台湾的兴起推波助澜。
加上冷战的势力划分，美国中情局和新闻处在港台推行的文化冷战政策，使港台成为有利于英美现
代主义和新批评传播和发展的空间。
不过，这类主张也受到责难，批评者如蓝星诗社的覃子豪。覃子豪《论新诗的发展———兼评梁
文星、周弃子、夏济安先生的意见》一文，对梁文星将旧诗的固定形式作为作者与读者沟通的桥梁
的观点作了针锋相对的批判，认为这过于保守。在他看来，新诗的出现本来就是要打破这个桥梁，
“定型的形式”，“是诗人的才智与创造力衰退的结果”。这种主张倒是与胡适等人提倡白话诗的初
衷一致。他还对《文学杂志》登载的梁文星的诗作如《给伊娃》提出批评，认为“其句法的生涩与欧
化，俨如译文”。［26］与吴兴华、夏济安着眼诗歌形式不同，覃子豪的诗学观是从内容出发的。“一首
诗的成功与否，不在形式之是否固定，而是在于诗质是否纯净与丰盈，表现是否完美无缺，形式是随
内容之存在而存在，亦随内容之变化而变化。”“诗的内容是流质”，“诗人将思想和情感的液体，随
意念和情绪的波动，以严密的法则凝结成文字的固体之后，自然有其完美的形式。”［27］夏济安和吴
兴华认为诗的本体是结构，覃子豪则认为是人的思想和情感，既然思想和情感是流动不拘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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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相应地无法定型。
在 1950年代台湾的三大诗社中，以纪弦为代表的现代派最为激进，以覃子豪、余光中为代表的
蓝星诗社则略保守，在追求现代主义风格的同时也汲取或转化古典资源，因而也被文学史家称为
“新古典主义”。梁文星、夏济安的主张主要是以西方现代主义理论为资源，与纪弦“横的移植”颇
为搭调，不过与纪弦的激进现代主义不同，吴兴华、夏济安等也将传统视为不可或缺的资源，因而他
们的现代主张常被现代派忽略。不过梁文星的观点被蓝星诗社的覃子豪视为保守，却有些吊诡。
原因除覃子豪在不同论战中的侧重点不同外，还在于覃子豪虽也主张现代主义，但实际上有着浪漫
的内核，主张情感先于形式，因而对梁文星的固定形式敬谢不敏。台湾 1950 年代两个重要的诗
派———现代派与蓝星诗社，其代表诗人对梁文星的这种态度，表明梁文星的苦心未被当时的诗人充
分理解。或者说，台湾 1950年代的诗坛，各类观点都有些剑走偏锋，即便是蓝星诸子对诗歌形式也
缺少关注，吴兴华、夏济安这类试图从古典诗歌寻找资源并兼容中西的诗学观，难以获得话语支持。
不过，吴兴华的形式实验也并非完全无功，尤其是他的格律体和咏史诗，后来成为台湾和香港
诗坛的重要流脉。
吴兴华在《文学杂志》发表的诗作中，古典新诠的作品有《岘山》《给伊娃》《览古》等，较之其他
诗人的故“诗”新编，吴兴华的相关作品具有比较鲜明的个性。他并不着意还原历史事实或历史场
景，往往是切入历史的某个横断面，或事件的一个瞬间，以此进入人物的内面，重点表达人物内心的
情感和精神世界，但又并不一定要切合人物的心理，而是借助人物的处境和口吻，发挥诗人的个人
情绪与思索。如《岘山》一诗，承接了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的历史感，但与孟浩然借杜预功业浇
自身胸中块垒不同，吴兴华的作品中杜预则可有可无，并不构成对话的对象。吴诗的口吻一开始就
是一个不确定的个人:“梦中我仿佛独一人攀登上岘山。”他也并不像孟浩然一般，因杜预的事迹起
兴发历史幽情，而是个人站在山巅，对着群峰发问:“为你喝一杯，古老的山峰，在我们 /以前谁知道
曾经有多少人登临? /在我们以后会有多少人来凭吊?”倒是有些类似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但
与陈子昂、孟浩然在面对历史洪流时的徒作兴叹不同，吴兴华的诗转向自我的拯救:“想使自己固
定”，目光也转向“那些渺小的人物”，虽然结局可能是“一个失败后隐伏着另一个侥幸”，［28］透露着
一种西绪弗斯式的反抗。截取历史人物或事件的某个瞬间，然后切入人物的心理与命运，这是吴兴
华古典新诠的主要方法。梁秉均指出:“吴兴华的现代性不在现代题材的描绘或格律的创新，而在
刻画人物心理的视野、角色描绘的不寻常角度、叙写熟悉事物的全新观点，以及在格律中种种含蓄
的变奏。”［29］这种方法有里尔克的影响，同时也有何其芳的影响。何其芳的《丁令威》择取的正是
丁令威回城时的所见与所感。吴兴华早期对何其芳的评价较高，在与宋淇的通信中曾提及“我觉
得何其芳的《画梦录》有几篇还行”，［30］而且创作了《丁令威》《扇》《镜》等与何其芳同母题的诗作。
吴兴华的这种手法，对台湾诗坛有一定影响。余光中早期与叶维廉等人编辑《文学杂志》诗歌
版，在梁文星诗作发表后不久，他便写出《羿射九日》《坐看云起时》等以古代神话为题材的诗作。
与《岘山》类似，《羿射九日》也用了第一人称的口吻;《坐看云起时》则遥念阮籍，因据《世说新语》
载阮籍有青白眼，对他满意的人青眼相加，不满者则白眼相对，《坐看云起时》从眼前白云舒卷，念
及阮籍品评人物的态度，复又念及他的穷途之哭。后来在现代诗论争中，余光中对超现实主义也作
了较多的批判，并重新从古典诗词中寻找资源。余光中与吴兴华好友宋淇关系密切。宋淇编选
《美国诗选》时应吴鲁芹介绍而认识余光中，后余光中去香港中文大学执教，也是应时任中大校长
助理的宋淇之邀。在香港期间，宋淇是余光中家的常客，被他视为沙田七友之一。据说宋淇言谈中
常提及吴兴华，“在当代学者之中，宋淇褒贬分明，口头赞美最频的，包括钱锺书与吴兴华，认为国
人研究西洋文学，精通西洋语文，罕能及此二人。”［31］余光中后来也以杜甫、李白、苏东坡等历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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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为题材创作诗歌。余光中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利用古典资源的方式与吴兴华相近，是从思想
与精神领域切入古人事迹，之后则与吴兴华有所区别，更接近戴望舒和林庚，侧重古典诗词的氛围
与韵律。与吴兴华形成应和的，后来还有杨牧。他早年以叶珊为笔名发表作品，诗宗现代主义，但
情感颇为细腻，1960年代赴美后，师从陈世骧。陈世骧早年曾在《文学杂志》发表文章，对古典诗歌
颇有研究，对台湾人文主义的兴起有所贡献。杨牧也因之转向古典资源，《续韩愈七言古诗〈山
石〉》《延陵季子挂剑》《第二次的空门》《武宿夜组曲》等作于 1960 年代末的作品可视为他在这方
面的成果。除此之外，钟玲、罗智成、陈大为等台湾诗人也都尝试过“古典新诠”的创作，构成一个
较为显明的风格谱系。［32］香港诗人中，叶维廉、蔡炎培、力匡、齐桓、梁秉均等都是香港诗坛较早阅
读吴兴华的诗人。其中，力匡和齐桓早年主编《人人文学》，而梁文星的诗作和林以亮(笔名余怀)
的诗论最早就刊于《人人文学》，二人的创作在形式上追求形式的整饬，且在输入十四行等西方诗
体方面多有贡献，这与梁文星一致;蔡炎培稍后，他的诗作在形式上近于梁文星;梁秉均是较为自觉
地述及吴兴华传统的诗人，他后来写有散文《怀想一位诗人:吴兴华》和论文《1950年代香港新诗的
传承与转化:论宋淇与吴兴华、马朗与何其芳的关系》，但他诗歌的形式较为自由，虽也有古事新诠
的作品如《交易广场的夸父》，但近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反讽，与吴兴华的方法不太一样;叶维
廉自称受吴兴华影响，他早期诗作形式都相对整齐，也曾以古典题材作诗，如《嫦娥》等。曾刊载梁
文星《十四行》的《今日世界》，后来还发表了一些学生习作。前期很多作品都追求形式的整齐，如
第四十七期的三首诗《罗马诗简》《范围》《暴风》都是如此。张爱玲此时正在《今日世界》连载《秧
歌》，可能是注意到这一现象，因而才有前文所引对鸣珰效法梁文星形似神不似的批评。除了梁文
星的直接影响外，还需要考虑林以亮的诗论。他的论点多来自吴兴华，文中的例证更是以吴兴华为
主，这对吴兴华诗歌理论在港台的传播厥功至伟。因而，吴兴华在港台诗坛虽是短暂出现，但却成为
港台文学史的重要一环，不仅具体地影响了部分诗人的创作，而且可说是港台诗坛一种创作风格的开
创者。
四、结 语
在 1950年代的港台诗坛，执教于北京大学的吴兴华，以梁文星的身份出现在港台诗坛，并引起
港台诗坛的诗学论争与诗艺仿效。虽然不少论者认为由于吴兴华缺席讨论，导致这次论争不了了
之，但值得继续思考的是，吴兴华所思考的问题为何会引起回响。这主要源自三个方面:一是港台
诗坛对新诗出路的继续探索，二是现代主义对浪漫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三是英美新批评和人文主义
的知识背景。这使吴兴华的诗论能够切入台湾当时的知识话语场。同时，吴兴华虽然是间接出现
在港台诗坛，但他的诗艺还是影响了部分诗人，影响程度虽不尽相同，现象本身却表明，在冷战东西
隔绝的情境下，吴兴华以特殊的方式，穿透了横亘在海峡两岸之间的隔阂，这是 1950年代语境中吴
兴华的独特之处，也是梁文星现象的历史意义。
注释:
［1］编者:《致读者》，《文学杂志》(台北)第 3卷第 1期(1957年 9月 20日)。
［2］［29］也斯:《城与文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 174页，第 176页。
［3］叶维廉:《我和三、四十年代的血缘关系》，《中外文学》1977年第 7期。
［4］参考解志熙:《现代与传统的接续———吴兴华及燕园诗人的创作取向评议》，《新诗评论》第五辑，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7年。
［5］宋以朗:《宋淇传奇 从宋春舫到张爱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 180页。
［6］转引自宋以朗:《宋淇传奇 从宋春舫到张爱玲》，第 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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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松建:《知识之航与历史想象:重读吴兴华》，《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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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Xinghua and the Modern Poetry of Taiwan and Hong Kong in 1950s
Liu Kui
Abstract:Liang Wenxing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ets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in 1950s． He not only
published a number of poems in Every Man's Literature，Today's World and the Literature Journal，but his critics on new
poetry also aroused debate in poetic circles among Taiwan intellectuals such as Zhou Qizi，Xia Ji'an and Qin Zihao． Lin
Yiliang published his friend Wu Xinghua's works under the pseudonym of Liang Wenxing because Wu was at that time a
professor at Beijing University． The reasons why the poems and essays Wu wrote in 1940s could attract literary response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is partly due to the new exploration of the way of development for poetic circles of Taiwan and Hong
Kong，and partly due to the rise of new criticism theory and humanism． In fact，this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cultural
inpu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ld war． On the other hand，the treatment of subject matter
of Wu Xinghua's“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al Poetry”and his rectified poetry form also draw the attention of the
poets from Taiwan and Hong Kong，and thus is considered the pioneer of this style． Therefore，he become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story of Taiwan and Hong Kong literature even though he just appears in these two places for a short time．
Key Words:Liang Wenxing(Wu Xinghua)，Lin Yiliang(Song Qi) ，new criticism，new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al
poetry，poetic circles of Taiwan and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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